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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下）
孙立平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反腐为起点，形成官民的良性互动

在社会转型时期，造就社会变革动力的关键在于能

否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不管人们对现状有多大的

不满，也不管人们的主张有多大差异，从对社会和历史

负责的角度说，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通过平和变革的方式，

使社会走向进步。因为动荡代价的最后承担者还是这个

社会和一般老百姓。

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关键是如何通过下层

压力实现的上层改革，具体地说，是如何实现上下层的

良性互动。很多人对这一点不抱信心，他们认为现在官

民之间的取向差异太大。实际上，有差异是正常的，如

果双方的取向完全一致，就谈不到互动了。重要的是找

到良性互动的切入点。

什么会成为形成良性互动的切入点？我觉得没有固

定的答案，只能是遇到什么是什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反腐败可能就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这不是刻意寻找的结果，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机会。

就现实的情况看，官民在反腐上有同和不同两个方面。

有人说，上下层在反腐态度和目标上是不同的。这是一

个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同时也

要看到，两者在反腐的问题上有共同的方面，要反腐是

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这就是强有力的既得

利益集团。但在如何反，反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实现什

么样的体制变革结果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

走上一个由合力形成的变革之路？探讨的就是这样的可

能性。良性互动要起的作用，就是如何使目标不完全相

同的力量实现同一个变革的过程。

现在关于反腐的分歧集中在治标与治本、运动式反

腐与制度化反腐上。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反腐可能

需要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运动式反

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时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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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运动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没有可能的。

财产公示呼吁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进展，就证

明制度不是凭空来的。在运动式反腐阶段，

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

这在现实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就反

腐而言，网络空间其实比原来大了，相关帖

子删的比原来少了。而且有关方面对一些帖

子中披露的腐败现象，也做出了较迅速的回

应。这都可以看作是良性互动的迹象，至少

是为良性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民众或舆论对制度建设的呼声，有关“运

动式反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样

是重要的。我想，这次上层对如下两点应当

会有感觉。第一，腐败已经到了远远超出原

来那些官方说法能够概括的程度，究其根源

是权力的失控，这一点

也是上层最不愿意见到

的事情之一。第二，在

经历了多次无功而返之

后，还以为用运动式反

腐败就可以收拢人心，

不太可能了。尽管我也

同意，自己动自己的手

术是很难的，上层的反

腐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我还是愿意认为，上

层的思路比以前会有一

定的突破，因为这一次

他们是真的感受到了腐

败对他们的威胁。特别

应当注意到的是最近王

岐山讲的一句话，“当

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间”。这

说明，高层自己也知道

运动式反腐是治标不治

本的。同时这句话也体

现了高层的这种意向，

即将来会转向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运动式反

腐是在为制度化反腐做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一段运动式反

腐之后，能不能及时转入可以导致制度变革

的制度化反腐。这个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许多人对此抱有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但应当

意识到的是，这种怀疑和疑问就是正向的压

力，它表明民智渐开。如果民众觉得再次受

到忽悠，这次运动式反腐不但不能收到聚拢

人心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得民众彻底失望。

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反腐在制度的

层面向前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不是

没有可能的。首先，官员财产公示有可能

会比没有这场运动式反腐推进得快一些。

其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巩固和扩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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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反腐提供的言论空间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更关键的是，能否实现下面的路线图：

运动式反腐——反腐制度建设——限制权

力——落实权利——扩大言论权利空间。

而这只有通过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

这种互动中的博弈，才有可能实现。可以

这样说，就目前的反腐败来说，最重要的

不在于它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而是在于

它以什么方式结束。

有人怀疑在反腐中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

可能性，主要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

其实这个问题不可以绝对化。在传统的国家

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

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

表。但另外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国家具有明

显的自主性（autonomy）。国家是有自己利

益和目标的主体。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既

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特别是在

社会发生危机，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时受到威

胁的时候，两者矛盾的一面就会表现得更为

突出。国家的目标首先是自保，而这种自保

是由压制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实现必要的改革

实现的。正是这一点，为官民良性互动提供

了可能性。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关键是破解“江山思维”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

所谓的“江山思维”。无论今后的路怎么走，

往往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可以说，如何用

建设性思维破解这个问题，就成为实现官民

良性互动的关键。

就形成官民良性互动来说，“江山思维”

所起的作用，明显是消极的。可以理解为保

障一种制度的不变，首先，保江山这个概念

是很模糊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 甚至导致种

种误解。从历史上来看，打江山坐江山是中

国的一种传统的政治理念。这与当时把江山

看作私有财产是分不开的。江山是我打下来

的，当然就是我的财产。于是，就有了“打

江山，保江山，吃江山”的说法。这与“权

为民所赋”的现代政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从现实当中看，这种“江山思维”很容易形

成一种由制度化特权演变而

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助

长腐败现象的滋生。共产党

所领导的革命，从其宗旨来

说，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

使江山成为人民的江山。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保

江山的概念不是这个意思，

其基本的含义是保持基本制

度的连续性。应当承认，就

一部分人来说，这也是真实

的想法。有人曾经注意到，

红色后代有公开要求和“官

二代”作出切割迹象。如延

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

在该会举行的 2011 年春节团

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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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

红色后代、革命后代。”有人还注意到“红后”

的下述一些特点，如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

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

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在这当中，尽管

也包含着对集体共同命运的关心，但与纯粹

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江山，还不完全是一回

事。

近些年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已经

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官民

对立的情绪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江

山思维就很容易造成官民隔阂，甚至民众与

执政者的对立。

应当说，破解“江山思维”是实现官民

良性互动的关键。要破解这个思维是很困难

的，但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破解的思路在

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分享、共享的理念。如

把江山理解为我们这个社会拥有的一切，即

古之“天下”，就是要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

分享这个江山。

通过共享和分享的理念来破解“江山思

维”，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官民

双方形成有关社会变革的政治善意。二是改

革者要勇于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

就有关变革的政治善意来说，高层最近

不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实现依法治

国。这就是形成政治善意的基础。前一段时间，

任剑涛教授提出要破除三个心魔。一是当局

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二是无论左右

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三是无论

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

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说到底，就是要相信

民间要求变革的善意，同时要有变革的勇气

和自信。不过，社会也要对执政者的改革愿

望抱有善意。那种自己不可能动自己的手术

的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是把事情看得过

于简单化了。

同时，改革者要勇于与既得利益集团

切割。由于“江山思维”本身的模糊性以

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多种不同理解，人们很

容易把执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

现实中执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也确

实是微妙的，这就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化

解的隔阂和不信任。有人会说，这种切割

是很难的，再难也得切割，不切割就没有

出路。当然，想不想切割是一回事，能不

能真正实现切割又是一回事。这取决于双

方的力量以及变革策略。

一般而言，在正常的情况下，双方力量

对比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

时，有三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能

不能有效借势甚至造势。有势，弱的可以变强。

第二，出师有名。有的变革别人比较容易反对，

有的不容易反对。我前一段提出公平正义的

目标，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在上层陷于僵

局的情况下，能不能从社会中寻求支持。所以，

就社会来说，对于上层变革保持一定的不信

任从而形成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

一律嗤之以鼻，也是不明智的。

突破转型悖论 

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会

遭遇一系列的矛盾与困境。对于这当中一些

困境，我称之为转型悖论。成功的社会转型，

需要妥善处理这些困境和矛盾。

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

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

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

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

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必需的位置

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

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

设的势。

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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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

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

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后，人们对运

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

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

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

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

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面对着强大的既

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

使变革得以破局？ 

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促进变革，

避免革命，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共识。一

般地说，这也是不错，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

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

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

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

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

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

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受到抹黑。关键的问

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

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

变革之路。

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

变革。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

改革，同时，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

激进与渐进，各有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

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

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

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

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

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

易陷入转型陷阱。第二，对于有些改革，

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

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

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

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

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转型悖论之五，上层的力量与下层的

力量。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改革是自

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有力量的改革模

式是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中的危机，自觉地

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样的情况在历

史上不多，可遇而不可求。因而，大部分

变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往往

是，最早感受到危机和问题的民众，开始

表达变革的诉求，明智并有能力的执政者

根据这些要求，将其变成变革的方案。这

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说，

变革中上下的呼应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

在 70 年代末也是这样启动的，但不久之后

在上下层之间就划上了一条“楚河汉界”。

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

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转型悖论之六，变革与秩序。怕乱，

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中

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

素有关。要成功地进行社会转型，确实不

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存

在的。因变革造成天下大乱的，确实有。

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保持了社会秩序

稳定性的也有。比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

转型，最近发生的缅甸民主转型，还有此

前的越南的民主转型等。这个问题确实很

复杂，但从最简单的角度说，变革的时机

非常重要。这几个地方都是及早地启动了

变革，没有把变革拖到一个更困难的时候。

因为及早启动变革，执政者还保持着较强

的权威或执政能力，解决问题还较为容易，

民众的情绪也比较克制等。

这六条“转型悖论”主要是想说明，改

革和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绝对化教条化，

要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当

然，改革和转型的最大悖论是改革的推动者

与改革的对象是同一个主体。需要探讨的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同时作为改革对象的主

体会有变革的意识。


